
12
STUDY TIMES

2013年 11月 25日

参考文摘责编：沈辉 E - m a i 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 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 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文 坛

“改革四君子”对话中南海

◆史海钩沉

血性是制胜的基因

（一）

即使隔了 3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

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

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

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

济面临崩盘。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

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

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

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

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

青对话”是在 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 32岁，

王岐山 31 岁，黄江南 29 岁，年龄最小的朱嘉

明 28岁。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现在成了“老黄”的

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

的思想’都敢讲。”

1978 年，笔试分并不高的他凭借几篇讨论

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

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

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

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

一共 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

子会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

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

“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

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

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

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

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本在内蒙古

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 年，

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

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

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

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

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

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

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

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

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这个讨论会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

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

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

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

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

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

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

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

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

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

名声远扬。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

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

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

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

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

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

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二）

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 10个“大庆”、

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

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

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

—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

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

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

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

“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

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

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

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

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

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

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

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

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

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

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

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

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 1980年经济将要出

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

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

数据都是 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

1980 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

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

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

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

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

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

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

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

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

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

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

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

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

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

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

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

“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

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

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

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

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

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

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

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

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

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

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

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

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

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

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

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

呼就流传起来了。（2013年第 8期《学习博览》

喻建欢）

◆纵 横

对于军队来说，血性关乎胜败。纵观历史，

一支军队要想克敌制胜，不可没有雄风霸气；一

名军人要想横刀立马，不能没有铁骨血性。这种

敢于刺刀见红的“血性”，任何时候都是威敌慑

胆的“法宝”。

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

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

性。这就要求军队一切工作都要以能打仗、打

胜仗为目标，锻造一支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

神的钢铁之师，培育一支充满血性、令敌人闻

风丧胆的威武之师。

自古以来，血性就被兵家所推崇，被誉为

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基因。我国古代兵法主张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气实则斗，气夺

则走”。孙武提出“夺气”“攻心”为上，左

宗棠认为“打仗以胆气为贵”，刘伯承强调“狭

路相逢勇者胜”。这股气，指的就是军人的血

性。

激发战斗豪情，许多外国军事家都有着特殊

的认识。克劳塞维茨说过：“物质的原因和结果

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真正锋利的

刀刃。”拿破仑也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

量——利剑和精神，从长远说，精神总能征服利

剑。”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军更是彰显了特有

的战斗血性。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我军官兵

凭着敢打必胜的狠劲，披荆斩棘、视死如归，

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尤其是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钢少气多”的志愿军战胜“钢多气

少”的联合国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直

到战争结束多年以后，许多参战的美国老兵说

起来仍感到恐惧：“我们最怕与中共的军队交

战，他们不仅善战，而且太不怕死了。”他们

称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血性，永远是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无论

战争形态怎样变化，革命先辈植入军队骨子里

的这股血性，必须一如既往地传承。但血性并

非天性，不可能与生俱来、一蹴而就、永不消

退。军人的血性表现在战时，培养却在平时。

只有平时训练敢流血，战时打仗才能敢拼命。

“敢流血”，就是对军人“血性”的直白表达，

是一种由认知、情感、意志等因素凝结升华而

成的精神力量。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

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能丢了“闻战则喜、逢敌亮剑”的虎

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平时

忘我、战时忘死”的士气。这种战斗精神筑牢

的是信念，坚定的是斗志，激励的是勇敢，成就

的是打赢。（2013年 11月 10日《人民日报》

杜树人）

◆视线
◆观 点

今年的记者节，因为“陈永洲案”而变得

沉重。事件本身的一波三折，以及舆论对此的

众多纷争，都显现出当下媒体生态的尴尬与困

境。

当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带走陈

永洲，《新快报》在头版疾呼“请放人”“再

请放人”时，很多的媒体同行都感到惊愕、诧

异，甚至义愤填膺。而当陈永洲涉嫌收受金钱

发表不实报道被披露后，舆论迅速出现分化，

随后，对此事件的各种报道和评论，引发了更

为激烈的论争。

在陈永洲被警方带走之初，我理解同行们

的愤怒。当然，在没有掌握更多事实的情况下，

这种愤怒可能过于冲动，或多或少带着主观偏

见。毕竟，有过记者被打、被扣留的事件，有

过因言获罪的异地抓捕，记者在调查报道中遇

到的阻挠、困难甚至险境，让他们本能地对自

身处境格外敏感，对可能出现的“侵害”备加

警惕。而随着更多事实浮出水面，记者收钱、

新闻寻租、媒体自律之类的关键词，引发了人

们对新闻业界生态更多的思考。

媒体人早就不以“无冕之王”自居，他们

更多地自嘲为“新闻民工”，因收视率、转载

率之类的考评而焦虑，因发行量、广告额而忧

心。那些铁肩担道义，批评、监督、揭露黑幕

而带来的职业荣誉感不断减弱——当你在采访

中被人“踢皮球”，甚至被打、被扣留，当你

辛苦调查来的报道被“禁令”、被“公关”而

不能刊发时，还有多少成就和自豪可言？

与此同时，失实报道、有偿新闻乃至敲诈

勒索之类影响媒体声誉和公信力的行为，又让

整个业界沦陷、蒙羞。当寻租成为一种潜规则

和新闻特权，多少媒体人能独善其身？有学者

提供了这样的信息：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在 66

国“有偿新闻”指数排名榜上，中国新闻界位

居前列。当社会公器成为利益工具，还有多少

媒体和新闻值得信赖？

这就是新闻界所面临的现状。

一方面，媒体的正常话语权受到限制，舆

论监督在一些时候举步维艰。关于某个企业的

“坏消息”，可以被企业用金钱摆平；关于某

地政府的批评报道，可以被当地相关部门用权

力禁止。当媒体正常的批评、监督遭遇“围追

堵截”时，媒体人还有多少为民请命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金钱和权力，又造就了媒体的“非

正常话语权”。只要给钱，就可以替某个企业

大肆宣传，发表不实报道，打压竞争对手，甚

至以“曝光”相要挟，获得红包、广告费；只

要有权力，就可以抹平负面新闻，将坏事变好

事，一路凯歌高唱。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胁迫

下，新闻所追求的客观真实不堪一击，一些媒

体的自尊和公信力消失无踪。

作为媒体人，我了解现实舆论环境的不尽

如人意，知道同行们在采访报道中的不易，懂

得他们的艰难。同时，我也面临失实报道、新

闻寻租所造成的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尴尬；感受

钱权之下，媒体的抗争和沦陷。

但是，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抗

争中向前。在众多人的职业困惑中，不乏执着

的坚守者。就像收红包、开大处方、草菅人命

受到滔滔指责的同时，总有尽心尽力、以高超

医术救死扶伤的医生一样，在并不良好的环境

和声誉中，总有秉承职业精神的记者和有良知

的媒体，那些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的身影，

那些克服重重阻挠揭露事件真相的同行，那些

冷静客观深入的新闻调查，会让我们受到鼓舞。

我们可以不谈理想，如果你觉得它很奢侈

的话。我也知道，当金钱和权力无所不能时，

改变媒体的处境，绝非行业自律那般简单。只

是，一个职业，一个职业人，总应该坚守职业

操守。外部环境的优劣，不该成为自律与否的

标准，如果媒体人希望你所从事的职业有尊严，

请守住底线，敬畏事实，在利益纷争中呵护公

平正义。（2013年 11月 8日《中国青年报》冯

雪梅）

在外交舞台上，每一个姿态、每一个细

节，往往都被视为深谋远虑、机关算尽之

举，当中饶有深意。因此，为了避免被人错

误解读，在外交场合，人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往往都会十分谨慎。偏偏美国——这

个欧洲王室眼中的化外之地，做起事来却粗

枝大叶，“拿肉麻当有趣”，往往让那些

“蓝血之士”侧目。

例如，当有贵客自远方来，主人总该摆

出场面盛大、名菜云集的国宴来款待，以示

尊重。偏偏美国有时反其道而行，以棒球、

烧烤等寻常百姓家之物来款待贵宾，让后者

哭笑不得。这些还算靠谱，更离谱的是——

以热狗来宴请锦衣玉食的一国之君！

这个让不少王室匪夷所思的美国外交传

统，起源于 1939 年 6 月，主角是美国总统

罗斯福和英王乔治六世。彼时正是二战前

夕，欧洲战云密布，英国大敌当前，为获取

美国支持，乔治六世（对，就是那个出了名

的口吃国君，《国王的演讲》一片的主人

公）毅然远渡重洋，飞往新大陆，希望能与

美国结盟。

这种英美官方交谊如今或许不以为异，

但在当时，两国仍未完全摆脱独立战争所留

下的心理阴影，关系敏感而脆弱。因此，这

次乔治六世的美国之旅，是在心里没底的情

况下启行的。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官方访问结束后，

罗斯福安排英王伉俪到其乡郊大宅欢度周

末，为了显示亲善，更为了在一个较为轻松

的环境下打开心扉说话。

堂堂一国之君，平时锦衣玉食，忽然走

进乡郊大宅，只觉浑身不自在，再加上前述

两国间的芥蒂，更让他心存阴影，猜测主人

是否故意怠慢，向他这个低声下气、有求于

人的前殖民地宗主国国君还以颜色。

英王伉俪后来更发现，主人竟打算以一次

露天野餐来款待他们，助兴的不是管弦乐队，

而是一些印第安人表演的山歌。更糟的是食

物，没有山珍海味，只有火腿、果冻、蔬菜

沙拉、苏打水、啤酒等。这也罢了，主食竟

然是热狗！没错，是热狗！两人心里估计是

七上八下，猜测主人是故意要让他俩丢脸。

王室向来雍容华贵、举止优雅，偏偏热

狗吃起来食相难看，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好

生为难。大家都知道，女士吃热狗，食相

实在是尴尬，更何况是身份尊贵的王后。

于是伊丽莎白不好意思地问罗斯福，热狗

可以用什么方法吃。不料，罗斯福却粗豪

地说：“十分简单，就把它往口中送，一

直往口中送，直至把它干掉。”结果，英

王还是放下矜持，将热狗吃掉，吃得津津

有味，还要了第二只。王后又如何？她拿

着刀叉干掉了那一只热狗。

翌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惊

世”一幕，美国民众对此反应甚好，认为英

国王室随和亲切，能够放下身段，向他们这

些“化外之民”看齐，一起品尝热狗这味

“国食”。

后来，英美两国果然在二战期间缔结了

军事同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日本和意大

利法西斯。

这个有趣的故事，后在电影《当总统遇

见皇上》一片中被再现。

顺便提一句，71年之后，2010年 6月，

奥巴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

谈，你猜这位美国总统是如何设宴招待来宾

的？答案不是豪华酒店、米其林餐厅，而是

一家叫作 Ray's Hell 的平民汉堡店。

奥巴马点了一个汉堡包，加上车打芝

士、洋葱、西红柿、莴苣、腌黄瓜以及一瓶

红茶；梅德韦杰夫也点了一个汉堡包，再加

上车打芝士、洋葱、蘑菇、墨西哥辣椒以及

一瓶可乐。两人还分享了一份薯条。两位总

统都脱去西装外套，身着白色的衬衫。奥巴

马习惯性地卷起袖子，摆出一副大快朵颐的

样子；梅德韦杰夫则保持了俄国绅士的风

度，没有卷起袖子。两人相向而坐，一边啃

汉堡，一边借助旁边的翻译谈笑。最后由奥

巴马“慷慨”结账。

美国人是否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呢？

（2013年第 21期《读者》蔡子强）

热狗外交

在利益纷争中呵护公平正义

当前文艺批评的确面临让人不关心、不信

赖、不想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专业水准不

够凸显，缺乏理论上的论述耐心；文风很成问

题，没有体现出批评也是一种美文创作；分析

能力不深入，就作品说作品，缺乏对作家创作

的整体把握和宏观论述，所以对一个作家创作

的整体把握常不到位，不能真正通过文章来说

服读者，征服作家。既不能体现出彻底的学理

性，又不能体现出艺术上的感悟能力，以及语

言表达上的分析能力，批评文章的可读性就很

难凸显。

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批评出现了两极

分化。一方面，为满足宣传的要求，批评家

也会写一些不指缺点的文章，被称之为吹捧；

另一方面，媒体会刻意组织一些酷评，以反

着说、偏激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前者不可

信，后者照样不可信。所以现在说“好”受

质疑，说“不好”一样没人听，酷评也快消

失了。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应自上而下都把

理论批评当成要务来抓。鼓励、理解应多于

指责、失望。就批评家自身而言，要倡导好

的批评风范。批评首先是一种专业阅读，欣

赏是其前提，提出不足、局限是责任。应当

提倡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与读者观众之间

的对话式的批评态度，诤友式的批评风格。

批评家应该不吝赞词，并应当审慎地提出不

足与局限。一味追捧是歧途，一味追求尖锐，

把“敢于直言”当成批评要务，同样会导致

对批评的专业性要求降低，对说大话的能力

和胆量的要求增加。“捧杀”和“棒喝”都

非正途。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都是教人如

何去有标准地欣赏，而不是如何去捧人骂人。

对一些文艺现象，该批评的就要批评，

但应以相对统一的对社会公众和艺术负责任

的价值观作为前提。比如对《小时代》这样

的作品，由于文化市场的需求，很多人愿意

强调其如何“受欢迎”，但面对作品艺术性

的不足、价值观的问题，许多批评家又另有

别的说法。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没有相对

吻合的艺术标准和价值要求，出现的只能是

观点撕裂式的各说各话，而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争鸣。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批评，一家之言自

难周全，需要大家共同讨论，努力寻找共识。

（2013年 11月 11日《文艺报》 闻言）

当前文艺批评的问题所在

▲数月来，演出行业内很多公司直接

倒闭关门的主要诱因是中央限制“三公消

费”，但是，也从侧面提醒我们“千亿晚

会市场依赖政府”的反常和悖谬。限制“三

公消费”能击倒演出市场时，本身就意味

着那种把利益攫取寄托在政府和官员身上

的做法是多么的不靠谱。过去晚会行业根

本就不是市场化竞争，它只比人脉、关系

及权力大小。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好大喜

功，好的说是借晚会造势，但也不排除个

别人以晚会之名追明星、做交易，用纳税

人的钱为自己谋利，崽卖爷田不心疼。而

一些演出公司心照不宣，乐得“助人为

乐”，各取所需，不仅搞乱了党风政风，

而且搞乱了社会风气。中央加大反腐力度

后致使很多演出公司倒闭，这是好事，符

合老百姓的期待。（2013年 11月 3日《现

代快报》朱四倍）

▲行政收费涉及对民间资源的汲取，

最终的正当性存在于人民的同意。只有公

民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授予行政机关收费

的范围、标准、程序、使用等等，才能从

根本上遏制政府收费的冲动。因此，要将

社会抚养费征收彻底纳入法治轨道，就必

须加快制定统一的行政收费法，以确保社

会抚养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2013 年

11月 3日《京华时报》傅达林）

▲城市化要有一定限度的移动自由，

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难以阻挡，但目

前人口配套制度建设严重落后。目前中国

城市化率相对落后，工业化率相对超前，

服务业发展不足。相信未来还会有新一轮

再城镇化，对现行城镇化不合理部分进行

重组。（2013年 11月 4日《中国证券报》

周其仁）

▲潜在增长率的讨论中一个认识误区，

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被看成是必然趋势。其

实潜在增长率是动态的，就中国而言，未

来有些因素是向下拉的，但也可以通过政

策变量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例如更充分

地转移劳动力，激励企业加强员工在职培

训。仅简政放权的实施就能大幅提高企业

社会的效率，抵消人口变化的拉低效应。

（2013年 11月 5日《新京报》屈宏斌）


